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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达成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的双赢，环境财税政策应以诱导企业环境科技创新为重要目标。
环境税通过价格成本机制向企业施压，以惩罚型方式激励环境创新，与之配套，包含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等财税支出政策以鼓励型方式给予企业政策支持，激发创新动力。环境税与财税支出政策协
同配合，形成“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组合拳”，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实现环境保护。唯以此种
路径完善财税政策，方能助力环境正义和社会发展正义的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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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孜孜以求的最崇高、最基本的目标始终是发展。［1］经
济的衰退将带来失业率升高、人民幸福感降低等问题，最终
导致人类社会的倒退。科技进步为现代社会带来高速发展的
同时，近代工业的传统发展观也致使环境资源被过度消耗，
健全保护环境公共物品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是一项比健全
维护私有财产和政府公共财政的法律制度更为重要而紧迫的
任务。［2］生态保护关乎人类生存，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两个命题如何协同共进已成为环境政策关注的焦点。
税收作为重要的环境政策工具已被普遍认可并推广。［3］为贯彻
“十三五”规划的科学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
展”;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审议通过了《环境
保护税法》，抑制污染排放，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
进步的根本动力，近现代以来每一次全球性的重大经济社会
变革，都与科技革命密切相关，而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更多也
依靠了科技的进步。［4］环境保护税 (简称“环保税”)能够激
励企业进行环境科技创新，即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改进生产工
艺或生产绿色产品，促进其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但若欠缺
科学的税制设计和配套的激励手段，不合理的税负会压缩企
业生存空间，带来短期的环保增益可能会附带长远经济效益
的减抑。这无疑会从根本上扼断国家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泉流。特别是伴随经济日益下行，高额的环保税负将会
诱发企业“死亡税率”危机，减弱企业生存能力和国际竞争
力，带来难以逆转的经济创伤。① 与环保税相配合，财税支出
政策作为一种鼓励型政策，在引导企业加大环境科技创新投
入的同时减低企业的经营负担，弱化环保税对企业生存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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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的减抑效应。财税支出政策已成为激励企业科技创新
的市场化环境规制手段。［5］为此，本文首先探究各财税激励政
策促进环境科技创新的内在机理，讨论不同税收设计对环境
创新的影响，最终立足本土语境与制度现状，找寻环境税与
财税支出相互协同、共同促进环境创新的税制完善径路。
二、惩罚与鼓励:财税政策对环境创新的激励
机制
政府如何制定有利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商业化、创
新创业的政策，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
与可持续性。［6］环境科技创新，简称为环境创新，是一类有益
于生态环境改善的创新，它强调以创新手段降低生产的外部
环境成本。［7］环境创新区分于一般创新的本质在于，将环境因
素与科技创新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为手段促进环境改善，带
来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8］当政者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进行环境创新，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推
动经济的长远发展。
1． 环境税:惩罚型环境创新激励机制
环境经济学认为，国家制度手段失灵是生态环境恶化的
核心要因，最为常见的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9］因此，环境
政策必须保证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制度有效性。政府应对
生态问题的政策手段在历史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归结起来
主要分为两类:命令———控制型政策手段 (Command and Con-
trol)和基于市场的激励型政策手段 (Market － Based Incen-
tive)。命令———控制型政策手段以政府管制为代表，政府通
过制定标准、制度、禁令或者许可等方式，控制企业污染物
排放过程或者把企业污染排放控制在一定的区域或时间内，
从而实现政府对企业排放污染的直接干预以及对环境资源的
直接管辖。［10］这种规制模式的特点在于政府以非市场途径对环
境资源利用进行政府干预，在应对如 2015 年天津港危险品爆
炸事件等重大、危急事件中，政府以管理者身份突显出管控
优势。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多数情况下，环境管制无法直接
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在应对例如企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
污染活动时，命令———控制型政策手段不具备持续有效的市
场调节作用，无法考虑企业间的技术、成本与收益差异、消
费者自主性等市场因素。
相比之下，在基于市场的激励型手段中，环境税既是政
府以“政策目标”为导向的干预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又是
融合了将污染行为负外部性内部化的经济调节手段，业已成
为各国治理环境的核心手段。“税法作为综合的法律部门完全
可以担当起解决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重任，至少在环境保
护领域是这样。”［11］对于企业而言，环境税是一种大棒型环境
政策，针对企业的环境有害活动进行定价。企业为了少缴或
不缴相应的环境对价，可以通过环境创新或引入新型技术的
方式向绿色生产模式转变。与此同时，环境税是一种间接消
费税，环境污染对价可以通过价值机制向消费者进行转嫁，
导致传统产品价格的升高。面对环境税的价格惩罚，消费者
具有更主动的选择权，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购买价格相对
较低的清洁产品。消费者的购买力将会拉动绿色产品的市场
需求，反作用于企业进行环境创新。由此而言，环境税实质
上是通过价格惩罚的方式作用于不同的市场主体，引导企业
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促进环境创新，前者体现“污染者付
费”，后者体现“使用者付费”。
2． 财税支出:鼓励型环境创新激励机制
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必须采取
政策投入的方式分担企业创新风险，推动技术升级。［12］与在收
入维度以惩罚的方式激励环境创新的环境税政策不同，财税
支出政策是在支出维度以鼓励的方式产生激励作用。通常，
财税支出政策可主要分为财政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二
者激励环境创新的作用原理相同，都是政府牺牲部分公共财
政利益转移给企业，减轻企业总体的经营负担，将企业特定
的经济行为朝向特定的方向引导，产生环境创新的鼓励效应。
当然，在具体的鼓励方式、效果等方面，二者存有一定的区
别。就作用方式而言，前者给予企业的环境创新行为以财政
资金支持的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是一种直接补贴形式，
政府掌握激励的主动权;后者则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方式，将
企业本应上缴的税收无偿让渡于企业，企业可自主决定和选
择是否享受节税收入及幅度。就整体效应而言，财政补贴是
一类宏观层面的财税政策，因此，除了直接增加企业的创新
经费之外，还会向市场和外部投资者释放环境创新行为具有
较大的市场前景的利好信号;税收优惠则是一种微观层面的
财税政策，可以通过更为细致的税制设计在企业或产品的不
同阶段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13］例如，企业所得税可以在资金
投入环节，给予环境创新以税收优惠能够激励民营资本的积
极投资，而增值税、关税中的优惠能够在销售环节，加快绿
色产品的流动和扩散。
由于财税支出政策一般都具有授益性，纳税人不仅不会
因此受到利益损害，反而能从中获得利益。因此，财税支出
政策的鼓励机制相较于环境税的惩罚机制，对企业环境创新
的影响更为明显直接。也正因此，社会公众更加关注环境税
带来的“税痛”，而忽视财税支出政策的正当性考察。财政补
贴本质上仍未逃离政府运用公共财政干预市场经济自由运转
的“调控之手”的政策属性。即便是出于激励企业环境创新、
促进环境与经济共赢的社会公共目的，也需要考虑补贴本身
对公共需要的满足程度、财政活动范围是否得当以及财政效
率等因素，遵循现代政府预算的“道路规则”，有序运行。［14］
相较于财政，税收是面向不特定人强制征收的无对价给付，
故纳税义务只有在符合平等负担要求时，始有其合理正当
性，［15］非出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公益性原因不得擅自突破税
收公平原则。政府出于环境与经济的双重考虑给予企业税收
优惠以激励其环境创新行为，在形式上具备正当性。决策者
在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仍需谨慎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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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原则、实质公平原则的约束方具有实质正当性。
三、促进环境创新的税制影响:制度设计与财税
支出形式
1． 环境税的制度设计
税收收入行为和税收支出行为是税收行为体系的内核，
分别从税收的“入口”和“出口”影响税收功能的实现，有
必要从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探究环境税对环境科技创新的税
制影响因素。
(1)环境税收入向度
环境税既是一种大棒型环境创新税收政策，其税收收入
的高低是惩罚力度的外在表现，客观上影响了对环境创新的
激励效果。换言之，在合理的税负幅度内，环境税的税负越
高惩罚力度越大，企业受到的激励效应越强;反之亦然。环
境税的税负高低主要取决于征税对象、征税范围、税率等税
制要素。在同样的情景模式下，环境税筹集的税收收入与征
税范围、税率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对的关系。伴随缴纳的环境
税额度的提高，企业感受到的惩罚力度随之攀升，投入到环
境科技创新的资金及引入绿色环保技术的主观意愿也愈发强
烈;相反，如果环境税税负水平过低，企业无法从缴纳环境
税的过程中感受到“税痛”，为避免科技投入的风险，宁愿缴
纳税款而不进行环境创新。当然，环境税的征收和税制要素
设计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不能过分强调某一或某些
方面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综合起来，还应考虑税收
政策目标、环境税引入的市场环境及生态环境、社会公众意
识等政策因素。例如，如果将环境税的主要政策目标定位为
实现生态保护而不是单纯的财政筹集工具，企业更倾向于从
长远角度考虑，遵从政策导向，积极推进环境创新;环境税
开征初期往往伴随着环境创新市场不发达和生态问题严重的
双重困境，环境税负应在不危及多数企业生存的前提下适当
提高，大力推动环境创新市场建设，快速缓解生态恶化。
(2)环境税支出向度
相比于筹集一般财政收入的税收，环境税的收入使用方
式对环境创新有着直接的导引作用。学术界将依据立法目的
是否特定把税收分为一般目的税和特定目的税。前者的收入
用以满足政府的一般性经费开支，后者的收入在汇入财政后
会用于特别的开支事项。如果将环境税定位为一般目的税，
筹集的税收收入用于其他公共开支，无疑会弱化环境税对环
境创新的激励功能，而以特定目的税的思路架构环境税，将
收入用于实现环保的特定用途则会最大化这种环境功能。［16］例
如，美国爱荷华州原料税收专项汇入超级基金，资助有害废
弃物处理;［17］西班牙 COD污染税收入专款专用于水资源净化
与污水设施投入。［18］环境税收要用来满足对环境保护经费的特
定需要，因此，对于环境税的性质应定性为特定目的税。［19］由
此看来，环境税的支出方向主要应专用于实现环境保护，而
这种专用性不能理解为简单的 “取之于林，用之于林”。［20］
如，污水排放税的税收不能仅用于当前的污水治理和净化，
而忽视长远的污水治理研发;不能只用于污水治理的研发，
而忽视空气净化、噪音吸收等其他科技研发。
2． 财税支出促进环境创新的形式
财税支出政策中，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分别位列宏观层
面和微观层面，以不同的政策角度激励企业进行环境创新。
由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之财政补贴的支出刚
性、运转机制僵化等弊端，政府最初制定财政补贴的政策目
的往往会偏离既定轨道。［21］相比之下，税收优惠具有形式多元
性、政策灵活性、企业自主选择性等优势，政策制定者更依
赖于税收优惠的多样化设计和组合，调整环境创新的激励效
应。依据政策工具在税收构成要件中的着力点不同，支持环
境创新的优惠方式主要分为税基优惠、税额优惠、税率优惠
和纳税时间优惠四类。
纳税扣除是最常见的税基优惠方式，享有该优惠的企业
将符合特定规定的支出以一定的比率或定额从应税所得中予
以扣除。促进环境创新的纳税扣除是允许企业将环保相关的
研发费用在税前扣除，以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例如加计扣
除、减计扣除。这种税收优惠通常适用于对所得额的直接课
税，会降低纳税人税基，特别是在累进制税率国家，还会因
为税基的缩小而降低适用的税率区间，直接或间接的减轻企
业的税收负担。在税基一定的前提下，低税率所计算出的税
额相对较低。与税基优惠相配合的是税率优惠，即政府对某
一行业或某一行为实施低税率，体现政府对享受优惠税率的
企业的扶持与鼓励。例如，德国对风力、太阳能灯新能源免
征生态税，对无铅或低硫汽油、柴油执行较低的生态税率。［22］
税额优惠的方式相对多样化，例如税收抵免、投资抵免、
税收减免等。税收抵免是允许企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符
合规定的特殊支出，政府通常允许企业将用于环境创新的投
资支出，按一定比例或全部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例如，美
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设备投资可按其投资额的
10%抵免当年应缴纳的所得税。优惠退税是政府为鼓励纳税
人从事或扩大某种经济活动而对纳税人已经缴纳的税款予以
退回。激励环境创新的优惠退税主要包括再投资退税、增值
税的先征后退。再投资退税是企业将税后利润继续投资于国
家鼓励的环境创新项目，对前期缴纳的所得税按照一定比例
予以退还。这对环保技术产业投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
侧重事前引导的纳税扣除等优惠形式不同，再投资退税旨在
鼓励投资者将企业利润继续投资于环境创新，强调的是对纳
税人行为的事后调节，方便优惠的管理和控制。再投资退税
的最大优点在于，即便纳税人当期没有产生所得收益，只要
发生投资即可获得退税的优惠。增值税的先征后返是一类特
殊的优惠退税，因为要考虑增值税的抵扣问题。
税收减免是国家对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某些特殊情况给予
减免或免除税收负担。各国政府为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大多给
予相应的税收减免优惠措施。例如，美国 1999 年通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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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减税修正案》，政府给予企业对科技的投入一定的免税;日
本制定《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增加试验研究费的纳税
减征法案》等税收政策，对新材料、新技术等开发资金全部
免征 7%的税金。［23］
纳税时间优惠通过将纳税时间全部或部分延后的方式给
予企业优惠，作用机制与政府的免息贷款相类似，主要包括
加速折旧和延迟纳税。费用折旧是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时应当扣除的项目之一，税法允许企业加速折旧能够缓解企
业在环境创新初期或投入初期因购置固定资产而造成的现金
瓶颈，包括加速减排资本折旧和加速创新成本折旧。加速减
排资本折旧能够鼓励企业购买减排资本如净化装置，加速创
新成本折旧则会激励企业加大环境创新投入。两种方式都加
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用加速收回的
资金去购买更为先进的环保设备和环保创新投资。加速折旧
通常被用于鼓励投资，［24］并不会在本质上减轻企业总税负，改
变的只是企业资金的回收速度。同样，延迟纳税将纳税义务
延后，企业享受到税款递延之利，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
财务困难，但并不会减少最终的税负。
四、我国环境创新财税政策的立法实践与制度
反思
环境相关税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环境
税与税收优惠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共同
促进环境创新。目前，我国环境税体系中不仅包含消费税、
资源税等融入性环境税，同时开征了独立的环保税，而环境
创新税收优惠大量散落于其他税种中，两种政策间能够形成
何种“组合拳”、带来何种环境创新功效尚未可知。鉴于此，
应首先明晰国内两种政策的立法实践现况，反思其中的问题
与欠点，为环境创新财税激励政策的内部结构完善与外部税
制延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环境税激励环境创新的税制简评
环境税是将环境保护因素与税收融合形成的税收复合体
系，而非某一单一税种。［25］我国现有的环境税体系中包含独立
型环境税和融入型环境税两部分，前者仅指刚刚开征的环境
保护税，后者包含消费税、资源税等传统税种。就环境税体
系的征税范围而言，环保税由排污“费改税”而来，以向环
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排污行为为征税对象，包括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易言之，我国只开征了排污税，
却并未征收污染产品税、碳税、环境资源税等其他独立型环
境税。作为替代的是，我国选择绿化传统税种，部分污染产
品和资源产品由消费税和资源税征收。例如，消费税中对成
品油、机动车、一次性筷子、电池、涂料等污染产品征税，
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促进环境保护的绿色功能。资源税亦是如
此。从表面来看，我国环境税体系覆盖面相对宽广，能够将
多数污染行为和部分污染产品纳入征税范围，为企业营造足
够的创新市场环境和创新动力。然而，综观环境税体系的整
体税负水平、税收收入的使用方式等税制要素，激励功效恐
难以达到预想。
比对平移前后的污染物税目税额表、应税污染物和当量
值表可以发现，环境保护税复刻的不仅是排污费的征管制度，
也包括税负水平。名义上我国开征了全新的环境保护税，但
企业的排污费压力也相应消除，企业的实际税负并未显著增
加。因此，本文开篇所提出的环保税加重中国企业 “死亡税
率”的顾虑在现阶段暂不存在。反之，环境税作为一种惩罚
型环境创新激励手段，企业如果无法从中感受到真切的环保
压力，其创新激励效果反而会遭到质疑。当然，笔者并不认
为环境税负越高创新激励效果越好，但过低的税负压力不仅
会导致这种激励的乏力，更会违背污染者付费原则，环境税
作为环境规制工具的立法初衷也将是纸上谈兵。在税收用途
上，无论是业已通过的《环境保护税法》，抑或是 2017 年 7
月 26 日发布的《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 (征求意见稿)》均
未作出明确规定。环保税无论从收入向度还是支出向度均未
向各经济主体传达恰当的价格信号，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
激励功效乏力。
无独有偶，消费税、资源税等融入型环境税的本有目的
不在于环境保护，而在于筹集财政收入、调整收入分配和调
节资源级差。换言之，融入型环境税的税负并非根据环境污
染行为的对价设立，企业无法从中真切的感受到因环境污染
行为带来的“税痛”，环境税应有的惩罚型激励机制难以有效
运行。融入型环境税本质上仍属于一般目的税而非特定目的
税，筹集的收入汇入一般财政并多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无
法在支出向度诱导企业进行环境创新。
2． 环境创新财税支出的政策概况与反思
从财政投入数量上来看，我国国家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呈
现以下特点 (见表 1) :总投入虽然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
但占全国财政总支出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可见，我国
对科技创新投入的重视程度呈减弱趋势;中央与地方支出占
比差距持续拉大，逐渐形成了以地方财政支持为主、中央财
政支持为辅的财政支出格局。令人担忧的是，自分税制以来
国家财权逐渐上移、事权逐步下放，央、地事权和财权日渐
失衡，特别是“营改增”全面推开后，地方主要财权基本被
架空。如此发展，地方政府无法保证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表 1 2011 ～ 2015 年全国科技创新投入 (单位:亿元)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计支出 5600. 1 6184. 9 6454. 5 7005. 8 7760. 7
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 (%) 4. 45 4. 41 4. 25 3. 98 4. 13
中央支出 2613. 6 2728. 5 2899. 2 3012. 1 3269. 3
占比 (%) 46. 7 44. 1 44. 9 43. 0 42. 1
地方支出 2986. 5 3456. 4 3555. 4 3993. 7 4491. 4
占比 (%) 53. 3 55. 9 55. 1 57. 0 57. 9
资料来源: 《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http: / /www． sts．
org． cn / tjbg / tjgb / tindex． asp，2017 － 11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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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削弱国家整体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激励效应。从财政补贴
的方式来看，现行财政补贴多属于事前的僵化补贴，即先通
过审批后一次性拨款，在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的情况下，
企业骗补、挪用等现象严重，降低了财政补贴的政策效率。
相比之下，激励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相对系统化，呈现
出明显的中国特色。以税种区分，所得税占我国创新税收优
惠政策的 1 /3，约为 32. 82%;流转税中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
主，分别占 20. 51%和 11. 79%;关税也是一个重要税种，约
占 15. 38%。［26］其中，企业所得税中包含大量的环境创新优惠
政策，成为我国激励环境创新的主要阵地。增值税 (包含
“营改增”)更具行业特色，给予特定的关注特定行业的环境
创新，着力促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企业创新，主要依赖
于免税、减税或先征后退的税额优惠方式。① 关税、消费税等
税种中主要依赖于减免税的优惠方式，例如为鼓励科技研发，
符合一定标准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用于科学研究的科
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环节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② 符合规定
的科研机构转为企业或进入企业，7 年内可免征企业所得税和
科研开发自用房产、土地的房产税及城镇土地使用税。
相比于财政支出政策工具，我国环境创新税收优惠已初
具规模，但也暴露出明显的制度短板。从对象上看，所得税、
增值税主要以针对特定的行业或高新技术领域的 “特惠性”
税收优惠为主，“普惠性”激励政策缺位。从优惠方式来看，
以减免税、税率优惠等直接优惠为主要方式，③ 偏重事后激
励。直接税收优惠的特点是方式简单直接，侧重于事后优惠，
如果企业在环境创新后没有实现盈利则无法享受到这种优惠。
此外，缺乏对中小企业的特惠是我国环境创新税收优惠的另
一不足，目前国内仅有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规定。
五、结语
环境与经济是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客观映像，二者都是首
要的基本人权，［27］相互之间如何平衡是人类的永恒命题。然
而，生态净化和环境改善非一朝一夕之功，理应稳步推进，
而企业的生存与经济发展是现实需求和物质基础，属于眼下
的硬约束。就这个角度而言，以可持续为前提的发展权优位
于生存权。作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着力点，促
进环境创新是不同财税政策的共同目标。理论上讲，环境税
对环境创新具有激励作用，但如果企业承受的税负压力过大，
减抑效应大于积极效应，会抑制环境创新，反而不利于环境
改善和“绿色”经济转型。相比之下，财税支出政策是以正
面的方式鼓励环境创新。一方面，政策自身能够产生鼓励环
境创新的功效;另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客观上能够
弱化环境税的减抑效应。为了更好地促进环境创新，财税激
励政策应以财税支出的鼓励手段为主，环境税则成为侧面施
压的“督促者”。
“税收优惠等税式支出政策具有覆盖宽泛、作用时间持久
等特点，是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促进创新的政策措
施。”［28］我国环境创新“组合拳”初见端倪，环境税与财税支
出政策之间协调机制的优化问题值得深究。为应对现有制度
短板，我国应适度提高环境税的税负水平，给予企业足够的
环境创新动力。在财政支出方面，不仅要提高财政科技投入
的总额，更要提升财政科技总投入在全国财政总支出的占比，
其中，国家通过设立中央的创新专项转移支付、将环保税收
入划归地方等方式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真正发挥地方
政府“结合区域实际，有针对性地构建自主创新体系”［29］创
新激励的核心作用。如此方能真正提升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整
体支持力度。伴随环境税税负的逐步上提，税收优惠力度应
随之加大，维持企业税负相对平稳，并逐步实现由直接优惠
向间接优惠的转变，强化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激励，并取消不
合理的限制性条件、增加普适性激励政策。唯有如此，方能
实现环境红利与经济红利的双赢，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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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on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Incenting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 Win-Win Perspective Based o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CHU Ｒui-gang
(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vidend and economic dividend，in the
meantime，as an important goal，environmental tax policy should be used to induce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taxes put pressure on the enterprise through the price cost mechanism and promote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a punitive manner． With supporting，including financial subsidies，tax incentives and other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give enterprise policy support and stimulate innovation impulse in an encouraged way．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tax and fiscal and taxation expenditure policy，which form the policy called“carrot and stick combination boxing”
jointly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achieve the go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ly in this way to
improve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 can help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justice move forward together．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environmental tax;tax incentives;financial 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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